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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同房子，先盖的总是先老；所以中国的

近代史，可以看成一部翻修老清帝国的历史。当时

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所心心念念的，是对既有法制

秩序的强拆与重建，其时国人称此种翻修活动叫“变

法”或“革命”；而孙中山的人生信条“读书不忘

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可谓是对这段时期士人心态

的绝佳反映。在变革图治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朝

野上下是有共识的；问题只在于：翻修旧房式的变

革过程是否有必要或有可能沿用旧房原有的材料？

这不是个小问题，近代变革中大至君宪与共和之争、

小至留辫与缠足之争，无不根源于国人对待中国自

有传统的态度有别。正是因为有这种态度之差，所

以在民国初年的立宪活动中，关于是否要将孔教作

为国教规定于宪法之中这一问题，引发了极大的争

议；这一争议，今人多称之为“孔教入宪之争”。

一、缘起：康有为保卫圣教与蔡元
培废止读经

1913 年，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于北京

天坛祈年殿起草宪法，其成果“天坛宪草”第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

本。”［1］1923 年，以“天坛宪草”为蓝本、在曹

［1］夏新华等人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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锟政权操纵下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又称“贿

选宪法”）对前述条款作出了修改，于第十二条作

出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

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1］这一含有“孔

子”二字的条文虽然简短，却经历了长时段、大范

围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缘起于两个

事件：康有为保卫圣教与蔡元培废止读经。

（一）康有为保卫圣教

由先秦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汉代“独尊儒术”

以来，几千年一直受到帝制王朝的重视，直到清

代也延续着“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不过因为

晚清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持续失利，凸显了其统治

方式的陈旧，以至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也

在强大的变革浪潮中受到株连。主流意识形态被

鄙视的直接结果便是会导致思想混乱，进而引起

信仰危机和一系列道德问题。职是之故，康有为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然今日风俗人心

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

教……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

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并令乡落

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

孔子……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

外国者，明诏奖励……”［2］这一“扶圣教”的主

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也开启了清末民初孔

教运动的先声。此后，以宣扬和践行孔子之道为

宗旨的孔教会纷纷成立。可以说，民国初年孔教

入宪主张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孔人士推行孔教

愿望在立法上的一种表达。

（二）蔡元培废止读经

尊孔人士的积极推动是孔教入宪的动力，而

革命党人的反对则是孔教入宪主张实现的阻力。

1912 年，作为辛亥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政府组建，蔡元培任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上台

伊始，便旗帜鲜明地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3］接下来便

是废止学校读经等旨在清除儒学影响力的举措出

台；作为民国建国纲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也自然不可能将孔子和儒学规定于宪法之中，更

遑论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当尊孔人士提出在“天

坛宪草”中规定孔教作为国教时，与蔡元培有相

似主张的革命党人一以贯之的反对。如此，则尊

孔人士与革命党人在孔教入宪问题上发生争论也

在意料之中了。

（三）真正原因：礼坏乐崩，人心不古

实际上，尊孔人士保卫圣教也好，革命党人废

止读经也好，都只是引发孔教入宪之争的导火索而

已，真正的原因早已被民国人士道破。王登乂在“天

坛宪草”起草期间，曾私拟过一部宪法草案，并在

第八条下注释到：“近人多主张定孔教为国教，予

非绝对赞成，亦非绝对反对。就中国全体言之，似

不宜特重孔教，致使有此种问题之引起。然就近来

社会道德之薄弱，少年之浮薄，几有立国大本动摇

之忧，为中下流社会人说法，定入宪法，似亦救时

之一策。”［4］王振民在尚贤堂作演说时也说道：“问

题之所起，起于革命后学校之废止读经而各省且间

有毁弃圣庙之事，有以大拂人心而使之不安也。人

心陷溺，道德堕落，江河之势一日千丈。”［5］由

此可见，各方势力之所以力争孔教入宪的真正动因

在于：革命致使既有的礼乐秩序崩坏，而又没能在

短时间内形成一套新的道德秩序来收拾人心，以至

于道德薄弱、人心不安。为了矫正这一礼坏乐崩、

人心不古的现状，才有了这一场孔教入宪之争。

二、纷争：尊孔者与废孔者的公婆
之理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近代史上

只有尊孔一派或只有废孔一派，那在制定“天坛宪

草”和“贿选宪法”时都不可能出现孔子入宪之争。

但近代毕竟是一个变革时期，政局的动荡势必形成

思想领域的“前后左右”之争；孔子入宪之争只是

当时思想纷争的一个缩影。但凡涉及到思想和理念

的纷争，大多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局面。实际上庄子早就说过：“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

［1］夏新华等人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2 页。

［2］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汤志钧编：《康

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73-175 页。

［3］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载《东方杂志》

1912 年第 10 号。

［4］夏新华等人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7 页。

［5］《尚贤堂王振民君演说词》，载《宗圣学报》，

1917 年 6 附，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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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

我与若矣，恶能正之？”［1］也就是说，我们很难

找到一个标准来评判一场观念之争；孔教入宪之争

也是如此。经过粗略梳理，民初各界围绕孔教是否

应当入宪，产生了如下几个争议焦点：

（一）孔学是否为宗教

孔学是否为教？这看似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

因为早在《汉书·游侠传》中就记载过：“鲁人皆

以儒教。”［2］如果说《汉书》中的“儒教”是将“儒”

与“教”的意义分离开来了的话，那么此后不绝于

书的“孔教”“名教”“儒教”“礼教”等词，多

少已经接近近代孔教入宪之争中所称的“孔教”了。

而开启近代孔教运动先声的康有为也理所当然地认

为孔学即是孔教，他曾说道：“今天下之教多矣，

于中国有孔教，二帝三皇所传之教也，于印度有佛

教，自创之教也，于欧洲有耶稣，于回部有马哈麻，

自余旁通异教，不可悉数。”［3］康有为在这里直接

将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相提并论。

不过，这种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却在近代受到

了极大挑战。比如章太炎便曾说：“孔教之称，始

妄人康有为。”［4］又说：“中土素无国教……孔

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5］在章太炎这些反

对派看来，尊孔人士将孔学与孔教划等号是不对的，

因为孔子之学是不讲迷信、“不语神怪”的入世之

学，所以孔学不是孔教。如曾有澜所说：“孔子教

育家而又兼政治家也，非宗教家也。宗教者，以固

有之迷信维系下等社会人心之教也。”［6］也正是

因为这一点，当时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起草的“天

坛宪草”和后来通过的“贿选宪法”中只提“孔子”

而不提“孔教”。

实际上，尊孔派与废孔派关于孔学是否为孔教

的理由，都是有各自依据的。如果从孔子本身的主

张出发，我们会发现孔子确实是一个“不语怪力乱

神”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如果我们从神学化过后的

孔学来看，它的祭祖祀孔和谶纬学说一点也不亚于

任何一种宗教迷信。不过，正如范玉秋所言：“参

照西方基督教对传统儒学加以改造，构造一个完备

的孔教体系，明确赋予孔教以制度化宗教的意涵，

康有为确实有发轫之功。”［7］

（二）孔教入宪是否有碍于共和？

在某种意义上说，汉、满、蒙、回、藏五族

共和的理念是中华民国之所以成立的原动力，中

华民国的五族共和旗以及三民主义将“民族”置

于第一位便是明证。这也意味着孔教精神是否符

合共和精神直接决定了孔教能否入宪。围绕着这

个问题，尊孔派与废孔派之间一如既往地针尖对

麦芒。

废孔派人士曾有澜在《论中国宪法不当规定孔

教》一文中指出：“蒙古迷信黄教，西藏迷信佛教，

回回迷信回回教，各以其宗教维系人心、固结团体，

已历千年于兹矣。今以素不相识又无迷信之孔子为

彼之宗教，恐蒙藏回回必起而反抗，甚至兵戎相见、

流血满地也。”［8］抱有此种观点的人还有荄茲，

他在《论吾国不可以孔教为国教》一文中指出：“五

族共和为吾国立国之元素。此五族者唯汉满两族可

以专奉孔教，此外则蒙藏奉梵教，回族奉天方教……

然孔教既名国教，则彼两教者虽听人皈依而不得号

为国教，权利之殊，自不能无所轩轾。若此则蒙回

藏之心必将有所不平；不平之心起则遇事多所龃龉

而共和之基础虽杌陧而不定。”［9］段世垣也声援道：

“矧五族之信仰不同，万国之怀疑各异，新旧思想

值过渡之始期，中西学说当竞长之初幕，讵可演此

狭隘之观念、俾共和政治潜滋危险？”［10］总而言之，

废孔派人士所担心的是“专奉孔教”会使其他有不

同信仰的民族产生“不平之心”，进而使“共和政

治潜滋危险”。

［1］方勇译注：《庄子·齐物论》，中华书局 2010 年

版，第 40 页。

［2］［汉］班固：《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第 905 页。

［3］康有为：《性学篇》，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

论集（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3 页。

［4］章太炎：《示国学会诸生》，载汤志钧编：《章

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695 页。

［5］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载《宪法新闻》

1913 年第 22 期。

［6］曾有澜：《论中国宪法不当规定孔教》，载《宪

法新闻》1913 年第 21 期，第 32 页。

［7］范玉秋：《清末民初孔教运动研究》，中国海洋

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页。

［8］曾有澜：《论中国宪法不当规定孔教》，载《宪

法新闻》1913 年第 21 期，第 34 页。

［9］荄茲：《论吾国不可以孔教为国教》，载《宪法公言》

1916 年第 3 期。

［10］段世垣：《再论宪法上不宜定孔教为国教》，载

《宪法新闻》1913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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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是，是尊孔派人士的反驳。程大璋

曾在《中华民国宪法宜规定孔教为国教仍许信教自

由修正案》中指出：“孔子仁道由小康而进于大

同。小康之世天下为家，犹昔日之言君主；大同之

世天下为公，犹今日之共和民主者。”［1］也就是

说，孔教教义本身便蕴含了共和因素。因此在程大

璋看来，立孔教为国教会危机共和的说法便是子虚

乌有了。另外，还有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进行了辩

护。比如在《孔教会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国教敬

告全国同胞书》一文中提到：“吾见有因废国教而

贻蒙藏以口实者矣，未闻因定国教而启蒙藏之二心

者也……且前清固有国教而蒙藏与中国之关系无恙

焉，则国教之不足动摇蒙藏也决矣。”［2］这一辩

护可以说是很有力的。

孔教入宪是否会危机共和政治？这是一个关

乎民国立国之本的原则问题，不能不保守行事。

虽然尊孔人士从孔教义理和历史经验两个视角进

行了言之凿凿的辩护，但也并非是没有缺陷的。

毕竟，孔子的夷夏之防不能不说多少有悖于共和

精神，而乾隆的诗句“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也多少反映出了孔教会所谓的“前清固有国教而

蒙藏与中国之关系无恙”并不纯粹属实。当然，

由此也不能反证出孔教入宪就一定会危机共和，

如果仔细阅读废孔派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连废

孔派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只是表达了一种“恐蒙藏

回回必起而反抗”的推测和忧虑，这并非一种必

然发生的结果。

（三）孔教入宪是否有碍于宗教自由？

与前一问题一样至关重要的便是：孔教作为一

种国教规定在宪法之中是否会有碍于宗教自由？这

在当时也同样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

题，尊孔派和废孔派也都没有停止过争论。

在废孔派人士看来，专奉孔教为国教，势必会

阻碍宗教自由的实现，甚至可能更进一步让“外人

将以中国为排外也”［3］。陈独秀便曾是反对孔教

入宪的积极分子。他曾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写道：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

皆得享受国家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今有议员王

谢家建议认为：倘废祀孔，乃侵害人民信教自由。

其言实不可解。国家未尝祀佛、未尝祀耶，今亦不

祀孔，平等待遇，正所以尊重信教自由，何云侵害？

盖王君目无佛耶，只知有孔，未尝梦见信教自由之

为何物也！”［4］

毫无疑问，废孔派的质疑肯定会受到来自尊孔

人士的反驳；甚至日本学者有贺长雄也曾撰写《宪

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一文进行

了反驳。［5］这些反驳者中非常有力的当属程大璋，

他曾说道：“惟今国体已造成共和，并许人民信教

自由。若不声明以孔子为国教，恐国人误会以为旧

政废，旧教亦随之而革。本欲信教自由，反至毁教

自由，其影响于国民道德者不小。窃考各国先例，

如西班牙宪法则明定国教，限制信教自由；比利

时、卢森堡宪法则扶助国教并许信教自由；意大利、

普鲁士、阿根廷、丹麦宪法则明定国教并许信教自

由；其余若美、若法虽无国教之明文，皆有国教之

实用。”［1］这就从一个国际视野来论证了设立国

教与宗教自由之间并无冲突。此外，他还从历史的

角度来论证了孔教入宪不会妨碍宗教自由，他曾说

道：“自汉以来佛教输入，自唐以来天方景教输入，

自明清以来天主耶稣各教输入，未闻有新教旧教之

争。诚以孔子教旨有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不悖

之理。”［6］

当然，如果我们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

这个问题，会发现废孔派人士的理由并不充分。因

为后来的三民主义作为民国意识形态写进宪法，并

不比孔教入宪要更显得尊重宗教自由，充其量只能

说明中国真的需要一种核心教义来统一思想而已。

不过，废孔派人士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批驳孔教入

宪也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此一时非彼一时，孔教入

宪之争发生的时间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时间相去

不远，而后者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便是频繁的教案，

所以但凡可能引发宗教冲突的事情，都不可能不三

［1］程大璋：《中华民国宪法宜规定孔教为国教仍

许信教自由修正案》，载《昌明孔教经世报》1923 年第

7 期，第 1 页。

［2］孔教总会：《孔教会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国

教敬告全国同胞书》，载《宗圣汇志》1913 年第 1 卷第

5 期。

［3］曾有澜：《论中国宪法不当规定孔教》，载《宪

法新闻》1913 年第 21 期。

［4］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宪法公言》1916

年第 3 期。

［5］［日］有贺长雄：《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

家风教之大本》，载《孔教会杂志》，1913 年第 7 期。

［6］程大璋：《中华民国宪法宜规定孔教为国教仍

许信教自由修正案》，载《昌明孔教经世报》1923 年第

7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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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后行。

三、结局：被废弃的妥协

1913 年的“天坛宪草”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23年“贿

选宪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尊

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这算是尊孔派人士争取孔教入宪的成果。不过，

这两个条文与当初尊孔派的主张相比，还是相去

甚远。首先，条文中只提“国民教育”而不提“国

教”；其次，条文中只提“孔子”而不提“孔教”；

最后，条文中只提“尊崇孔子”而不提“信仰孔

子”。也正因为如此，尊孔派人士陈焕章曾在《国

会宪法会议对于孔教之大革命》中做过长篇论述，

兹摘录如下：

“一、此条文不称孔教而但称孔子，是剥夺孔

教之儒教资格，屏之于各宗教之外，使不得与各宗

教平等……二、此条文不称孔教而但称孔子，是剥

夺孔子之教主资格，排之于各宗教之外，使不得与

各教主平等……三、此条文不言信仰孔子而但言尊

崇，是贬抑孔子使之不足供人民之信仰……四、

此条文不言信仰孔教而置尊崇孔子于信仰之外，是

剥夺孔教徒信仰孔教之自由，使不得与各教徒同受

宪法之保障……五、此条文既不言人民有信仰孔教

之自由而排孔子于宗教之外，是压迫人民舍弃孔教

而信仰外教……六、此条文仅许人民有尊崇孔子之

自由而不言国家之尊孔典礼须别以法律定之，是欲

取消国家之尊孔成法……七、此条文仅言人民有尊

崇孔子之自由并非言有尊崇孔子之义务，是贬抑孔

子使之不能必得人民之尊崇……八、此条文不曰孔

教而但曰孔子，是贬抑孔子置之寻常历史英雄之

列……九、此条文虽言尊崇孔子而实则侮辱孔子使

侪于普通人类之列……十、此条文虽许人民有尊崇

孔子之自由而实含有蔑视国民之意味……十一、此

条文虽许人民有尊崇孔子之自由而又言非依法律不

受制限，则是吾民之尊崇孔子且将受法律之制限

矣……十二、此条文直接所生之显祸有五而其他尚

不计焉：（一）……国家祀孔之经费将不能由国库

支出……（二）……变卖、侵占、折毁孔庙之风将

愈推愈广……（三）……各省孔庙之产业将无恢复

之希望……（四）……全国人民将无学校读经之自

由……（五）……全国之孔教徒将不能得组织教会

之自由……。”［1］

从陈焕章的论述来看，民初宪法的条文在处

理孔教入宪这一争议上，是对双方都打了折扣的；

或者说，这是双方力量角逐妥协的结果。正如学

者所言：“近代宪法与宪政制度的建立是多元政

治力量斗争、协商与妥协的结果。”［2］不过这

种在口诛笔伐中艰难形成的妥协在随后的宪法文

本中再未被沿用。时隔百年，我们再以一种局外

人的视角来回顾孔教入宪之争，未必会比当事人

有更多豁然开朗之感。可能正如学者所言：“礼

教也好，孔教也罢，宗教也好，教育也罢，最终

的指向是宪法的文化之基，同时也是法律如何被

信仰这一宏大根本之问题。”［3］而这一宏大问

题恐怕不那么容易能给出答案。尽管我们早就熟

知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话：“没有（我

所谓）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

义。没有（我所谓）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

会有效性。”［4］但在孔教入宪失败后用一种什

么样的替代性“宗教”来维系法律、维系人心？

在孔教入宪之争中占据上风的废孔派最后给出的

答案似乎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近年来我们

从全面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里，多少能感觉

到当年的废孔派们是有些矫枉过正的。不过，本

文也无力对这一宏大问题给出进一步的定论；但

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我们总能体会到当年

“天坛宪草”和“贿选宪法”中体现出来的妥协

精神之可贵。

［1］陈焕章：《国会宪法会议对于孔教之大革命》，

载《宗圣学报》1917 年第 8 期。

［2］薛玉琴：《民国初年有关制宪问题的争论——以

马相伯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2 年第 2 期。

［3］陈新宇：《从礼法论争到孔教入宪——法理健将

汪荣宝的民初转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 页。


